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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叶中日关系发展主要影响因素分析与走势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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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世纪伊始接连发生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东海油气田问题等，使21世纪的中日关

系开局不利，其中，日本的右倾政策和美国的遏制政策是制约中日关系走向良性发展轨道的两把双刃剑。从新

世纪初期日本各届首相对华外交思路的分析可以推断，21世纪的中日关系仍将不会一帆风顺。 

       关键词：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主因分析；走势前瞻 

       基金项目：本文系通化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科研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0820 

       在描述中日关系时，不可避免地经常地出现“政冷、经热、美国、台湾问题、右倾政策、经济强国、政治

大国等词汇，而且在阐述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这些词汇往往会充当关键词，这说明在错综复杂的中日关系

中，在内部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和科技的等因素，其中日本右倾政策是主

因，且党派之争不断，新世纪以来，日本“森派”执掌政权，虽然目前的在野党没有对其构成威胁的力量，但

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执政党推行的政治主张能否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仍是一个未知数。在外部有全球性

的、区域性的和第三国的……因素，其中美国遏制政策是主因，且日本在战后制定的美主日从的外交原则，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一、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主因分析 

       1.内部因素：日本右倾政策 

       日本右倾政策是日本少数右翼势力利用攫取的政治权力和大众的要强心理而推动制定的行动准则。在日本

政治史上，它萌芽于1957年的岸信介政府上台，形成于1993年的自民党分裂，发展于2001年的小泉政府上

台，加剧于2004年的小泉首相连任。在中日关系史上，它萌芽于1977年的“光华寮问题”，形成于1982年的

“教科书事件”，发展于1994年的“广岛亚运会风波”加剧于2001年的“教科书事件”。究其实质，主要在

于日本政坛混沌，具体包括：一是为侵略历史翻案；二是妄图修改和平宪法，废除宪法第九条；三是妄图走向

军事大国。［1］315-322究其根源，是对军国主义清算极极不彻底；二是神道教和天皇神国思想的影响根深

蒂固；三是日本未能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四是冷战后东亚战略形势的变化造成了相应国际环境。

［1］315-322究其影响，主要是作用于东亚政治，具体包括：一是增加了日本未来政治走向的变数，危及东

亚安全；这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东亚国家的警惕和不信任，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特别是其对21

世纪的中日关系之消极影响［2］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一是历史问题。中国解决历史问题的根本方针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而日本更多地强调“结束过

去，开创未来”的重要性。这成为引发两国摩擦的一个根源。首先，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小泉自2001年

上任以来先后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对中国及亚洲各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漠然置之，甚至攻击中方的严正交

涉为“干涉日本内政”。为此，中日首脑互访中断数年，中日关系曾降到恢复邦交以来的最低点。而且，小泉

的后任安培，在未上任之前就制造事端，就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投石问路，大大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

情。其次是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不顾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批准扶桑社歪曲历史的右翼教科

书出版。而一些阁僚则不断发表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论，并呈越演越烈之势。 

       二是台湾问题。近年来，日本提升对台关系，批评中国反“台独”斗争，（1996年中国开展反台独斗



争，进行导弹演习，日本对此表示“抗议”，成为亚洲国家中唯一公开偏袒台湾的国家）与美国全面加强军事

同盟关系并联合研发TMD（实际上将台湾包括在其同盟条约的覆盖范围内），台湾问题重新凸显，并开始溢出

政治问题的范围与安全问题相联系，成为中日之间在政治、安全两大问题上的共同摩擦点。90年代末，在台湾

形势急剧变化的情况下，（1999年李登辉公开提出“两国论”，2000年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日本

政府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摩擦一度有所和缓。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在台湾问

题上的摩擦再度加剧。2001年、2004年，不顾中国强烈反对，日本两次同意“台独”势力头面人物李登辉访

日。与此同时，日本进一步提升对台关系，公开或秘密地加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和军事关系。2005年春，日

本追随美国，以有损台海安全为由，明确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售。同年2月，日美又将台海安全列为“共

同战略目标”，并于10月就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加强军事一体化达成新的协议。日本的这些做法引起了中国人

民的强烈不满，加深了中国对日本走向的疑虑。而且，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往往比

对美国更敏感，反映更强烈。这不仅是因为日本有侵占台湾的历史，日本与“台独”势力的发端有历史渊源，

而且还有地缘政治上的原因（日本的一些政治势力认为，如果大陆与台湾实现统一，不仅将使中国在东亚地区

的影响大大增强，而且将使日本在的海上交通线为中国所控制，因而对日本十分不利；只有长期保持海峡两岸

“不战不和”的状态，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这种战略考虑虽未见诸日本公开表述的官方政策，但在日本研

究机构的报告及日本右翼的宣传中屡见不鲜。）许多中国人认为，即使有一天美国愿意接受两岸和平统一的前

景，日本也难以接受。 

       三是领土问题。钓鱼岛问题是涉及中日主权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政府主张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

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虽然至今仍在日本实际控制之下，但中国从未放弃对其拥有主权的立场。日本则认为，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拥有对该岛的主权和控制权，否认中日存在领土之争。四是军事问题。在日美安保体制中，

日本首次将“周边事态”纳入防卫范围，实际上圈定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地理范围，给中日关系蒙上一层浓厚的

阴影。 

       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右倾政策并非中日复交以来外交政策的全部，只是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倾向因

素。中日复交以来，日本外交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一是“多边自主外交”时期（1972-1976）。核心是因应

尼克松访华这一“越顶外交”之举，强调以美日协调为基点和以中日复交为首要；二是“全方位外交”时期

（1976-1978）核心是顺应国际形势缓和，强调以美日合作为轴心和以协调与联合为导向；三是“大国外交”

时期（1978-1990）。核心是强调以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和科技等手段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威胁，实现

综合安全保障，同时强调以综合力量“为世界做贡献”，在亚太地区掌握主动权；四是“新秩序外交”时期

（1990-）。核心是在强调保障和平安全、尊重自由与民主、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确保世界繁荣、确保人

类生活理想的环境和必须争取以对话协调为基础建立稳定的国际关系的同时，重点进行“联合国中心主义外

交”，并且为摆脱战败国的不利地位而谋求取消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2］无可否认，抛开其中的右

倾成份，日本外交政策还有许多积极或合理的成份。 

       2.外部因素：美国的遏制政策 

       中日关系受到中美日三边关系中另外两对关系，即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深刻影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

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其中，以日美安全条约为载体的日美军事同盟是问题的关键。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

明》曾郑重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

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3］在联合声明之外，时任外务大臣的大平

正芳又专门以谈话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表明，日美安全条约是不针对中国的。但是，时隔24年之后，全球冷战已

宣布结束之时，日美又于1996年重新定义了军事同盟，1997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台，1999年日本

国会又通过了《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等“周边事

态法”的三个相关法案，并且把台湾纳入日本《周边事态法》的适用范围内。通过这些措施，原称不针对中国

的日美军事同盟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这其中当然反映了美国在冷战后重新调整其亚洲军事部署的考虑，但也不

能不看到日美两国遏制中国、插手台湾问题的真实意图。随着“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国内的高涨，联合美国防

范和围堵中国成为日本领导集团的重要战略考虑。以中国为假想敌调整军事部署以及利用日本海上自卫队联合

美国驻军对付中国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表现。 

       尽管双方联合遏制中国的态势不可逆转，但日美同盟“美主日从”的框架也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的，日本

在其中既受益于美国的保护与扶持，同时也受到美国的控制与压力。在战略上，美国力图维持“美主日从”框

架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增加对美合作，日本则力图利用美国的要求和压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对等伙伴”地位。



近年来，日本媒体纷纷对日美关系“步入深秋”、美中关系日益升温表示担忧。2007年11月26日，《朝日新

闻》以二战时中美联手打败日本为例，从历史角度阐述了对中美接近的焦虑。《外交论坛》2007年11月号刊

登一篇题为《美国对日本失去了兴趣？》的文章，其中认为，美国正与日本渐行渐远，美国智库没有日本研究

者，对中国的兴趣反而越来越浓，“今后美国既要保持日美同盟，也要和中国一道封锁日本”。据2007年11

月25日《读卖新闻》报道，近年来英国的日本研究所机构变得越来越少，中国研究机构持续增多；派驻日本的

外国记者人数已从1991年的515人减至目前的275人，外国报道机关也由337家减至201家，而派驻中国的外国

记者人数则由2003年的380人猛增至2007年的705人，报道机关由214家增至351家。2007年11-12月间公布

的各种民调结果显示，日本人对美国的好感度下降，对中国的好感度上升。 

       面对中日两国国际影响逆转的趋势，日本各界精英正纷纷提出各种对应方案。其中，不乏以“价值观外

交”对中国实行意识形态包围的呼声。但有的专家则主张“必须把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和构筑与亚洲良好关系

作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两个轮子”，“日中两国应当承担起东亚共同主席的责任”。［4］中日战略关系存在

这样一个死结：一方面，日本之所以迟迟不能摆脱“美主日从”框架，就是因为在日美同盟问题上未能让中国

安心。其实，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障碍不在中国，而在于对美依赖，原因也不在中国，而在于日本在历

史与现实问题上未能实现日中战略和解。对日本而言，如何为21世纪的对美、对亚外交定位，特别是如何为对

美、对华外交定位，将是通过分析能够得到预测的问题。 

       二、中日关系发展走势前瞻 

       如前文所述，在国内外因素的压力和影响下，中日关系的发展注定不会一帆风顺，那么，21世纪的中日关

系发展的主线究竟怎样？笔者拟从新世纪以来日本对华政策中寻找端倪，进行分析： 

       2005年10月31日，小泉改组内阁。一直主张对外持强硬态度并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新生代政治

家”安倍晋三次入内阁就被任命为官房长官，同样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麻生太郎则出任外务大臣，本届小泉内

阁的主要成员均属于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鹰派”人物。上述人事安排预示着小泉的后续政权仍将继承小泉的

既定路线，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安倍内阁的对华“两面下注”战略和“价值观外交”，给日本的“亚洲外

交”蒙上了阴影。安倍采取对华“两面下注”战略，虽然强调中日是“战略互惠关系”,但在历史问题上采取

模糊的姿态,在台湾、领土与海域等核心利益问题上态度强硬，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冲击。因此，安

倍很难在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实质性问题上有所突破。福田内阁时期（2007年11月15～17日），福田首相

在与布什总统会谈时提出了“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的共鸣”这一新理念。福田在任的一年内，为推动中日关系

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建立了中日领导人的政治互信；（2）推动了两国重要问题的解决，譬如在东海

问题上达成了原则共识；（3）推动了两国在重要领域对话的进展，譬如能源、环保及地区开放等问题上；

（4）对于中日两国各自的核心利益开始彼此关注，譬如福田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是对中国重要问题的

关切；（5）对华姿态的改善促使中日战略转换器形势朝着软着陆，使两国民间一定程度存在的民族情绪有所

缓解。福田辞职与对华政策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中日关系的发展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不过，在日本国内一直

有反对的声音，譬如日本右翼人士和强硬派人士，都对于福田的对话政策存在诸多批评。面对小泉、安倍内阁

遗留下来的负面政治遗产，福田内阁也很难在长时间内有所作为。 

       在对华关系上，尽管日本的各届领导人都主张中日友好，但他们不会为此在政治理念和行为方式上做出妥

协。例如被视为日本政界右翼政治家代表的小泽一郎，他也宣称自己是中日友好人士，并长期热心参加推动中

日友好的“长城计划”但他始终坚持《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所说的“周边事态”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大陆与

台湾地区。归根结底，二战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始终是围绕着日美合作的基轴做顺时针正向运动的，而且它

的发展速度始终是在日美关系发展的后面，即便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迅速，（目前，“在中国，约1000万人直

接或间接为中日合资企业工作，日本外贸增长的50%来源于中国。这是日本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中日两国经

济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局面”）［5］但也始终摆脱不了美国因素架在中日关系发展中

的“魔咒”；当然，抛却美国因素，就地缘政治的角度及更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角度上说，日中关系的发展

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质的变化，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首先，中日两国不会出现战争，因为这既不符合中日

两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战略其次，中日关系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敏感问题的

作用下，不可能出现彻底的改观，因为这是日本右翼势力所不允许的，而在当今的日本社会，自2000以后森

喜朗执政至今，日本政坛几乎始终被对华强硬派“鹰派”所掌控，并得到从国会、财团到普通的国民的支持与

拥护，“森派”的执政基础不容小觑。［6］ 

       综上所述，无论从历史问题的纠葛还是从现实利益的冲突乃至日本国内政治的发展趋势来看，中日两国在

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很难消除彼此间的矛盾和摩擦。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两国产生更大的对立冲突，首先



 

 

应充分利用政府间现有的各种对华磋商机制，加强彼此的沟通和谅解。同时进一步深化经贸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并继续扩大各阶层各领域的民间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应呼吁两

国大众传媒特别是日本传媒在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良性作用，在两国人民之间架起相互理解的“桥

梁”。在双方有严重分歧的历史问题上，应加强两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对话，推动历史问题的共同研

究。作为中国政府，应加大对历史证据的挖掘、收集和保存工作，增强自身的说服力，并努力争取国际舆论的

支持，对日本政府的错误言行施加更大的压力。 

       总之，无论双方是否愿意，中日两国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全球化的大趋势更使得两国的利益紧密交织在

一起。“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双方必须理性地处理彼此的矛盾和分歧，求同存异，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

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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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0. 

      ［2］吴康和.当代国际关系［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 

      ［4］五百旗?真.21世纪の对米??［J］.美日新闻，2007-11-25. 

      ［5］人民网.东亚合作有助中日破局'［EB/OL］.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43233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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